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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抑郁症作为世界上普遍存在的疾病之一，近年来引起了极大的关注。抑郁症情绪调节存在异常，他们更

倾向于选择加工负性情绪。神经影像学的发展为抑郁症的生物指标提供了证据支撑，LPP和N2成分在负

性刺激下的波幅更小和潜伏期更长，而P3在负性刺激下波幅更大，所以P3可能作为抑郁易感性的生物标

志。对相关脑区的研究中发现杏仁核对呈现的负性刺激反应更强，但在个体存在差异。抑郁易感性个体

在情绪调节中的大脑结构和功能活动还不清楚，受多种因素影响，单一的对情绪调节的研究还不足以对

其病理进行充分了解，应该整合多方面的分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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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one of the most common diseases in the world, depression has aroused great concern in recent 
years. Depression has abnormal emotion regulation, and they are more inclined to choose to 
process negative emotions. The development of neuroimaging provides evidence support for the 
biological indicators of depression. LPP and N2 components have smaller amplitude and longer 
latency under negative stimulation, while P3 has greater amplitude under negative stimulation,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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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 may be a biomarker of depression susceptibility. In the study of relevant brain regions, it was 
found that the amygdala nucleus showed a stronger negative stimulus response, but there were 
individual differences. The brain structure and functional activities of individuals susceptible to 
depression in emotional regulation are still unclear. Influenced by many factors, a single study of 
emotional regulation is not enough to fully understand its pathology, and it should integrate vari-
ous analysis and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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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抑郁症是一种精神障碍，以丧失事物兴趣、情绪低落，缺乏精力为核心特征，同时还伴随着失眠、

注意力下降、自杀倾向等症状。抑郁症患者对自我、世界、未来持负性态度和消极观念，无论是在注意

力分配还是在情绪调节等方面都更加倾向于负性刺激信息的加工。全球已有 3 亿人被诊断为抑郁，抑郁

是全球致残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全球严重影响人类生命健康安全的五大病症之一，更严重的后果是会

导致自杀，有 50%自杀未遂的人被诊断为抑郁(Baik et al., 2019)，因此给社会、家庭以及个人带来极大的

经济负担和压力。所以对抑郁症的早期诊断、干预和治疗非常有必要。但抑郁在人群中是以连续体的方

式存在，除了无抑郁症状和临床抑郁症中间还有抑郁易感性群体，他们的症状低于重度抑郁症患者，这

一群体没有达到抑郁临床诊断的标准但是很容易发展为抑郁患者所以是抑郁易感性，也称抑郁倾向或阈

下抑郁、亚临床抑郁，由于阈下抑郁不满足抑郁症临床的诊断标准，所以不适合进行药物治疗，多以心

理、精神疗法进行干预。在初级疗养院中患病率为 2.9%~9.9%，在社区中的患病率为 1.4%~17.2% 
(Rodríguez et al., 2012)，一项对我国大学生阈下抑郁个体研究表明，在大学生群体中阈下抑郁个体的患病

率为 34.56% (宋旭升，2019)。抑郁易感性群体比正常群体更容易发展为重度抑郁症，但对其发病机制和

病因尚不清楚，所以对这一群体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抑郁易感性是一种相对稳定的特质，根据贝克的认知模型认为抑郁是人们对于信息的负性认知从而

产生负性自我参照图式，所以抑郁主要是因为人们对外界事件进行负性和歪曲的认知导致的(Disner et al., 
2011)；而 Abramson 的抑郁无望理论则认为个体在负性事件中经历失败从而产生消极思想，一旦负性事

件重复发生，个体就会产生无望感(Abramson & Metalsky, 1989)，是一种消极的归因方式。除了负性事件，

人格、沉思以及环境因素等都会对抑郁起到重要的作用。在特定的环境下个体抑郁症状会因为某种或某

几种素质因素而更容易导致抑郁症状的出现，这些素质因素就是抑郁易感性。抑郁易感性群体也就是与

一般群体而言，他们更容易发展为临床抑郁症，例如基因、人际、应对方式等都会导致这部分群体发展

为临床抑郁症。全球大约有 3.5 亿人被诊断为抑郁症，据统计在 2030 年抑郁症将成为发病率最高的疾病。

因此对这一群体的研究可以更深入的了解抑郁易感性形成的原因以及背后相关的神经机制，从而达到对

抑郁症的早期识别、干预和预防作用，有效降低抑郁症的发病率。 
情绪是个体的一种主观体验，是一种可调节的反应倾向。情绪调节是个体对情绪发生、体验与表达

施加影响的过程。关于情绪调节主要应用较为广泛的有 Gross 的情绪调节过程模型(Gross, 1998)，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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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扩展过程模型(Gross, 2015)以及情绪调节的双过程理论(Gyurak et al., 2011)。情绪调节过程模型将情绪

调节分为五个阶段：情境选择、情境修正、注意分配、表达抑制以及反应调整，其中前四个阶段为先行

关注阶段，最后一个阶段为反应关注阶段。扩展过程模型将情绪调节分为：识别阶段、选择阶段和实施

阶段，三个阶段相互影响。情绪调节双过程理论认为情绪调节有意识情绪调节和自动情绪调节，该模型

将有意识和自动情绪调节区分出来且两者对情绪调节同等重要。大量研究表明抑郁患者采用更多不适应

性情绪调节策略。本文根据目前在抑郁症群体和抑郁易感性群体中对情绪调节的研究所取得的进展以及

它们之间的区别进行综述。 
情绪调节过程模型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Emotion regulation process model 
图 1. 情绪调节过程模型 

2. 研究现状 

2.1. 抑郁患者情绪调节相关研究 

情绪调节能力受损是抑郁症的核心症状之一，大量对情绪的研究证实抑郁患者倾向于对负性情绪

的加工。随着神经影像学的发展对抑郁症患者在情绪方面的研究也取得新进展，同时也体现出测量客

观性可以辅助患者的诊断(Zhang et al., 2019)。例如，事件相关电位(Event-related potentials, ERP)对于情

绪信息的处理中的应用可以更加客观体现出抑郁患者在情绪处理时成分的变化；功能性磁共振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fMRI)有较高的空间分辨率可以对相应的脑区进行精准定位；

功能性近红外光谱成像技术(Functional Near-infrared Spectroscopy, fNIRS)是一种光学神经成像技术，利

用被测红外光的变化来推断皮层血红蛋白浓度的变化，具有便携性、无创性、成本低等优势(Ferrari & 
Quaresima, 2012)，并且 fNIRS 受试群体广，适用于婴儿，这就为抑郁诊断、干预、治疗以及预防提供

了客观的生物指标。 
在 ERP 的情绪研究任务中，涉及到 N1、早期后部负波(Early Posterior Negativity, EPN)、晚期正成分

(Late posterior positivity, LPP)，分别对应非常早期、早期后部以及晚期。N1 在情绪刺激呈现后 70~130 ms
出现正偏向，是对情绪的初始编码(Mesrobian et al., 2018)，同时反映了对刺激的早期注意偏向。EPN 出

现在刺激呈现后 200~300 ms，有研究者研究情绪词在视觉加工中，与中性词相比，EPN 在情绪词中振幅

更大(Kissler & Herbert, 2013)。LPP 出现在刺激呈现后 500~800 ms，LPP 在情绪词中所引起波幅变化的结

论不一致，有研究结论表明与中性词相比，情绪词诱发更大的 LPP 波幅(Schindler & Kissler, 2016)；同时

也有研究表明中性词比情绪词会诱发更大的 LPP (Citron et al., 2013)，研究结果的不一致可能是由于被试

的选取、实验材料差异等因素造成的，但在呈现的正性和负性刺激时，LPP 的波幅与正常人相比更弱

(Proudfit et al., 2015)。 
fMRI 是测量局部脑组织血流改变导致的 MRI 信号改变而成像的方法，在不同的情感、情绪及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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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激下脑组织就会呈现出不同的 BOLD 信号(房俊芳等，2015)。通过向抑郁患者呈现中性、正向、负向

的高、中、低三种不同强度的面部表情，fMRI 结果表明抑郁患者在中等强度负性图片下小脑、左额中回、

左上顶骨、右顶叶上皮层的有更强的激活，右侧梭状回随着负性图片强度的增加激活程度更大，抑郁与

情绪处理过程中神经异常有关(Chan et al., 2009)。与情绪相关的脑区主要有前扣带皮层(ACC)、前额叶皮

层(PFC)、杏仁核等。与正常人相比，抑郁患者对于负性刺激表现出腹吻侧 ACC 激活增加(Tao et al., 2012)。
对抑郁症前额叶皮质的研究表明抑郁患者的外侧前额叶功能损伤相对更严重，例如在对重度抑郁患者的

情绪加工任务中，发现背外侧前额叶(DLPFC)以及外侧 PFC 的激活降低(Ritchey et al., 2011)。有研究表明

左额叶和右额叶兴奋会引起不同的情绪，左额叶兴奋会产生愉快的情绪，而右额叶则是悲伤情绪。抑郁

患者在积极面孔情绪识别时，右侧尾状核激活减低。抑郁患者在对于信息处理上也倾向于负性信息，在

处理负性信息时有更多脑区被激活(武成莉等，2018)。杏仁核是与情绪相关的主要脑区，对情绪面孔的研

究表明，呈现负性面孔刺激时，杏仁核激活增强；呈现正性面孔刺激时，杏仁核激活偏中性；呈现中性

面孔时，杏仁核激活偏负性(Stuhrmann et al., 2011)。在对抑郁症患者的抑郁易感情绪加工的研究中也发

现抑郁患者对阈下悲伤面孔呈现时杏仁核的激活增强(Teresa et al., 2010)。也有对产后抑郁患者研究表明，

产后抑郁患者在面对婴儿微笑的表情时杏仁核活动降低(Wonch et al., 2016)，这就不利于母亲和婴儿之间

的情感传递与表达。研究中对杏仁核体积研究结论不一致，有研究结论表明抑郁患者杏仁核体积明显变

小(Yokoyama et al., 2018)。但也有研究表明抑郁患者的杏仁核体积增大(Bremner et al., 2000)。也有研究表

明抑郁患者杏仁核体积与对照组相比并无显著差异(Chan et al., 2009)。 
1996 年 fNIRS 被首次应用于抑郁症患者额叶大脑血流动力学变化的观察中，发现重度抑郁患者的脑

区活动与健康组不同(王丽群等，2020)。目前 fNIRS 已经在临床上被广泛运用。fNIRS 最早用于情绪识别

中是用来评估健康人前额叶皮质激活是否存在性别差异，并发现在压力图片诱导的情绪下男性氧合血红

蛋白无显著差异，而女性显著增强(Yang et al., 2007)。抑郁患者在面部情绪识别与处理与健康组存在差异，

例如，抑郁患者倾向于对负面情绪的加工，抑郁症与情绪处理中的神经异常有关，包括左侧额中回、双

侧顶叶皮层、前额叶、杏仁核等脑区(Chan et al., 2009)。抑郁患者的认知模型提出，抑郁患者无法将注意

力分配到适当的情绪线索当中，他们往往把更多的注意力分配到消极的信息中，可能是因为双侧 DLPFC
激活异常，DLPFC 激活异常导致杏仁核对认知控制减弱，情绪处理功能失调(Disner et al., 2011)。研究表

明抑郁患者在识别中性情绪表情时准确率相对于健康组较低(Manelis et al., 2019)。抑郁患者在识别中性面

部表情时速度和准确性比健康组低，这与右侧前额叶激活较低有关，右侧背内侧前额叶激活较低的抑郁

个体对中性面部表情的识别准确率低于右侧背内侧前额叶激活较高的抑郁个体(Manelis et al., 2019)。在消

极情绪下(难过、悲伤)前额叶区域的激活更高。 

2.2. 抑郁易感群体情绪调节研究 

《精神障碍诊断和统计手册》第四版把有五种及以上抑郁症状，并持续时间在两周以上定义为重度

抑郁症，这种定义条件就为特定的疾病设置了一个阈值，这个阈值就可以用来区分有无障碍(Rodríguez et 
al., 2012)。有研究者将阈下抑郁(也称亚临床抑郁症或亚综合症状抑郁症)定义为：每天超过一半以上时间

存在 2 种以上 5 种以下的抑郁症的症状，持续时间超过两周并伴社会功能失调，但是却达不到 DSM-IV (美
国精神障碍诊断统计手册第 4 版)重症抑郁诊断标准的一种心理亚健康状态(Ludd, 1994)。但也有研究者对

阈下抑郁的持续时间没有要求(da Silva Lima & de Almeida Fleck, 2007)。虽然目前对于阈下抑郁的发生机

制不明确，但大量研究结果表明抑郁状态时与正常人相比脑区存在异常。 
抑郁易感性群体的情绪研究发现对负性信息的选择性注意偏向个体更容易患抑郁，容易抑郁的个体

对于情绪信息也表现出负性注意偏向(Atchley et al., 2003)。有研究者通过情绪的研究来对他们的注意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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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分析，如钟明天使用情绪面孔点探测任务来研究抑郁易感性群体的注意偏向，向被试呈现悲伤、愤

怒、恐惧、愉快的面孔情绪刺激，发现抑郁认知易感者在面对愤怒面孔时，注意力更难脱离出来，对愉

悦面孔的注意力不够(钟明天等，2012)。在大一新生中使用与任务无关的情绪面孔研究抑郁易感性群体的

注意偏向的研究表明，在目标刺激和干扰刺激为伤心面孔表情时，抑郁易感群体反应时比呈现中性面孔

长，而在正常被试中无显著差异(肖倩，2014)，这表明抑郁易感性群体对情绪注意偏向与正常群体存在差

异。随后研究者同样针对大学生抑郁易感性群体做了情绪注意偏向研究，研究结果与前人一致(张燕会，

苏新勇，2019)，在研究样本中有 64%的人有抑郁症状也表明在大学生群体中抑郁易感性较普遍。这种注

意偏向在对老年群体的研究中同样存在，在空间线索任务中向老年抑郁群体呈现愉快、中性、悲伤情绪

面孔刺激，发现老年抑郁群体也存在对负性信息的注意偏向，这种稳定的易感性特征容易引发抑郁(李湘

兰，2011)。抑郁易感性群体对负性情绪面孔的注意偏向可能为抑郁症的早期诊断提供了一定支持。目前

对情绪调节和情绪处理研究较多的脑区是杏仁核和前额叶，其中杏仁核作为情绪调节的主要脑区的得到

较一致的结论是呈现负性面孔、负性词等刺激时亚临床抑郁和抑郁症患者一样反应增强(Laeger et al., 
2012)。也有研究表明健康个体对诱发的负性刺激(字词、面孔)杏仁核的反应也会增强，而这可能会增加

他们患抑郁的风险(Joormann et al., 2012)，相反，亚临床抑郁和焦虑的严重程度也会影响到健康人群对呈

现负性词汇时的杏仁核反应增强程度(Laeger et al., 2012)。 
ERP 在情绪研究中被广泛使用，因为其较高的时间分辨率，可以帮助探查到情绪识别的时间进程。

对抑郁症群体情绪任务的ERP研究表明当呈现正性和负性刺激时，抑郁患者的LPP的波幅更弱(Proudfit et 
al., 2015)，之后有研究者向有抑郁倾向的被试呈现中性、快乐和悲伤图片，并让他们做出相应判断和选

择结果也表明抑郁倾向个体对快乐和悲伤图片的 LPP 的波幅更弱(李红等，2019)，与前人研究结果一致。

在对 6 岁儿童的研究中同样发现 LPP 的波幅在呈现正性和负性刺激下减弱(Kujawa et al., 2012)，所以 LPP
可能是抑郁易感性的生物标志。P3 成分在研究中表明与情绪处理和情绪注意相关(Hajcak et al., 2010)，一

项对青少年喜情绪诱导实验结果表明与正常人相比，阈下抑郁患者在呈现正性和中性刺激时 N2 和 P3 成

分波幅更低、潜伏时间更长(张金鹏等，2019)；而抑郁易感性可能与消极情绪引起的 P3 的波幅增长有关，

与从未患抑郁的控制组相比，抑郁症和以前患有抑郁组在呈现悲伤面孔刺激时 P3 的波幅比呈现快乐面孔

刺激时更高(Bistricky et al., 2014)；一项对抑郁和非抑郁在是否使用大麻的研究发现，大麻的使用也会影

响 P3 的振幅有关，使用的剂量越多，P3 振幅越小，有亚临床抑郁症状、并使用大麻组中，在内隐和共

情任务中对负面情绪的识别和处理时 P3 振幅降低(Troup et al., 2017)，这些研究可能可以表明 P3 可以作

为对负性面孔情绪的生物标志。N2 成分主要是在情绪处理过程中对信息的加工和资源分配(Ogura et al., 
1993)；也对冲突控制、抑制相关(Donkers & van Boxtel, 2004)，在喜情绪诱导研究中发现阈下抑郁在呈现

中性刺激和正性刺激时，N2 的波幅更小，潜伏期更长(张金鹏等，2019)，这可能是由于分配资源不足所

导致，这与陈骁(陈骁等，2016)等人在减弱情绪加工条件下的研究结果一致；一项对 16 名阈下抑郁患者

的研究中，向 16 名呈现中性、悲伤以及高兴三种情绪刺激材料，被试在忽视正性刺激时阈下抑郁的反应

时比正常组更长，而在注视负性刺激时阈下抑郁的反应时比正常组更短，同时在注视或忽视中性刺激时

阈下抑郁组的 N200 和 N450 波幅降低(陈骁等，2016)，这可能表明在情绪加工过程中阈下抑郁个体对负

性情绪刺激呈现出负偏向加工，这几项研究都表明阈下抑郁的 N2 成分在中性和负性刺激时的波幅和潜

伏时间与抑郁患者和正常被试组有差异，这可能为抑郁的早期诊断提供客观的生理标志。除了与情绪相

关的脑电成分以外，对 ERP 的时频分析也有差异，一项对 19 名大学生群体 ERP 的时频分析结果表明抑

郁倾向个体在呈现正负性图片刺激时在某些特定的时间段与正常组有显著差异(白芷嫣等，2018)，这也可

以为抑郁的早期诊断提供一定的依据，同时此研究还得出抑郁倾向群体在情绪处理过程中的大脑不对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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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与前人的研究结果一致。 
fMRI 具有较高的空间分辨率，所以在许多精神疾病的临床诊断中被广泛运用。一项对抑郁认知易感

性群体的研究结果表明，呈现负性刺激时相对于正常群体，抑郁认知易感性群体的 DLPFC 激活降低和杏

仁核激活增强。在亚临床抑郁和焦虑症在情绪词的加工研究发现，杏仁核在亚临床抑郁和焦虑对负性词

加工时出现不对称性，即对左侧杏仁核对消极词反应增强，右侧杏仁核对积极词和中性词反应无显著差

异，同时积极和消极词都会激活杏仁核，对负性词的加工与特质焦虑和亚临床抑郁得分呈正相关，亚临

床抑郁和焦虑对负性词加工具有调节作用(Laeger et al., 2012)。在呈现恐惧或悲伤的面孔表情时，杏仁核、

脑岛、腹侧纹状体的反应增强与抑郁相关(Keedwell et al., 2005)，这可能表明抑郁可能与异常的神经活动

相关。由于神经质是抑郁症较好的预测因素(Kendler et al., 2006)，随后一项根据神经质将被试分为高–低

抑郁风险组的研究发现，杏仁核和梭状回对恐惧面孔的反应增加，并且对愉快面孔的反应减少(Chan et al., 
2009)，与在抑郁症患者研究中的结果一致。抑郁受遗传因素影响(Sullivan et al., 2000)，父母患有重度抑

郁史的后代患抑郁的可能性较父母无抑郁史的后代大，对有家族抑郁史的研究发现，呈现负性面部表情

杏仁核的异常反应与抑郁易感性有关(Monk et al., 2008)，对抑郁症的杏仁核研究也发现他们的杏仁核对

负性情绪刺激反应增强，这可能说明杏仁核对负性刺激的反应异常可以作为抑郁症的风险因素。除了对

脑区的研究，一项对默认模式网络(Default Mode Network (DMN))研究发现 DMN 的过低连接性是重度抑

郁高复发性的核心特征(Nixon et al., 2018)；一些研究者认为静息态下，抑郁倾向个体与正常个体的小脑

存在差异(Dutta et al., 2014)，通过对 48 对双胞胎的小脑进行 fMRI 扫描来评估抑郁倾向相关的功能连接

模式，发现在一定的环境下改变静息态下的小脑神经活动能够导致抑郁易感性(Córdova-Palomera et al., 
2016)。 

目前 fNIRS 在抑郁易感性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fNIRS 的研究中得到的较一致的结论是抑郁症患者

的前额叶的功能和结构与正常个体相比存在异常。fNIRS 研究发现抑郁易感性群体在完成情绪任务时，

前额叶皮层(Prefrontal Cortex, PFC)激活程度比正常人低(齐玉等，2017)；一项向被试呈现负性图片的研究

发现，前额叶的氧合血红蛋白浓度低于正常被试，激活程度也降低(李泓钰等，2017)。 

2.3. 抑郁群体和抑郁易感群体情绪调节研究的区别 

相比抑郁易感性群体的情绪研究，大量的研究是针对重度抑郁症患者的。在抑郁症患者的情绪研究

中发现，杏仁核、梭状回、额叶等与情绪相关。杏仁核是情绪的主要脑区，对情绪面孔的研究表明，呈

现负性面孔刺激时，杏仁核激活增强；呈现正性面孔刺激时，杏仁核激活偏中性；呈现中性面孔时，杏

仁核激活偏负性(Stuhrmann et al., 2011)；但目前针对杏仁核在情绪研究中的结论并非完全一致，例如，

有研究结论发现抑郁患者的杏仁核在加工与处理情绪信息时和常人并无差异(Townsend et al., 2010)。中等

强度负性图片下小脑、左额中回、左上顶骨、右顶叶上皮层的有更强的激活，右侧梭状回随着负性图片

强度的增加激活程度更大，抑郁与情绪处理过程中神经异常有关(Chan et al., 2009)。额叶负责情感的加工

与调节，内隐情绪的调节主要依赖于内侧前额叶，外显的情绪调节主要依赖于外侧前额叶。对抑郁症的

研究主要是集中在前额叶皮质，例如，研究者采用网络掷球实验发现，抑郁患者在实验中受到社会排斥

后前额叶激活相对于对照组来说更少(Jankowski et al., 2018)。 
抑郁易感性群体在对负性刺激和负性信息注意偏向上与抑郁症患者较一致。但是在 ERP 研究的

LPP 中存在差异，在抑郁易感性群体中 LPP 在情绪词下的波幅更低，潜伏期也更长，但是在抑郁症患

者中情绪词诱发的 LPP 的研究结果并不一致。P3 成分在抑郁症患者中主要用于在奖励任务中，通过对

奖励的大小来诱发 P3 得到的奖励越多 P3 越大，但是抑郁易感群体在呈现负性刺激下的 P3 波幅比正性

和中性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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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 

研究者们一直致力于探究抑郁症背后的神经机制。近年来神经影像学广泛用于精神疾病的诊断、治

疗干预当中。在不同的任务中可用于区分抑郁症、精神分裂症以及双相障碍等。谱系观点认为并非只有

正常人和抑郁症这两个维度，在中间还有抑郁易感性群体，而对抑郁易感群体的早期诊断可以有效采取

相应措施来预防抑郁症的发生。本研究从抑郁易感群体的情绪神经影像中的研究进行综述，大量研究通

过神经影像学对抑郁症患者的认知和情绪进行研究，研究者试图通过对认知、情绪以及它们之间的交互

作用来得到抑郁易感性的生物指标。LPP 和 N2 成分在负性刺激下的波幅更小和潜伏期更长，而 P3 在负

性刺激下波幅更大，所以 P3 可能作为抑郁易感性的生物标志。对相关脑区的研究中发现杏仁核对呈现的

负性刺激反应更强，但在呈现负性刺激时前额叶氧合血红蛋白浓度降低，在功能连接性方面也与正常个

体存在差异。神经影像学的发展对抑郁症的发生原因及其背后的神经机制带来了巨大的便利和帮助。通

过综述我们发现，抑郁症的发生有着外部环境诱发的作用，但其内部机制起着调控作用，P3 作为动机性

成分，以及杏仁核脑区等可以用作抑郁症早期识别的生物标志对抑郁易感性进行筛查。但由于抑郁易感

性个体在情绪调节中的大脑结构和功能活动还不清楚，影响因素很多包括遗传、环境、心理等方面的原

因，单一的对情绪调节的研究还不足以对其病理进行充分了解，应该整合多方面的分析研究。即使现在

神经影像学不断发展，但是对于抑郁症的发病机制仍然不清楚。 

4. 展望 

尽管目前已有大量针对情绪调节的研究，但总体来说抑郁易感性情绪调节方面的研究还相对缺乏，

还存在一定不足。我们提出了一些以后可以尝试的研究方向。第一，本综述中的情绪调节都是在实验室

环境下独立进行研究的，并不知道在其他社会背景或信息下神经机制是否一样。日常生活中，个体处于

复杂的动态环境下，情绪调节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例如人际关系(Lakey & Orehek, 2011)，早期应激(Chen 
& Baram, 2016)等。大脑是一个复杂的系统，除了上述脑区会参与到情绪调节中，可能与社会认知加工的

相关脑区也会参与其中，未来研究可以探索两者之间的共享脑区。第二，针对抑郁症群体大量研究是关

于对负性情绪的调节，主要使用认知重评和抑制表达策略。但根据 Gross 提出的情绪调节过程模型将情

绪调节分为五个阶段：情境选择、情境修正、注意分配、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Gross, 1998)。未来可以关

注抑郁易感性群体积极情绪的调节，同时考察其他情绪调节策略。第三，各种技术都是独立运用，并没

有进行技术融合来对抑郁易感性患者的神经机制进行探究，例如 fMRI 有较高的空间分辨率可以进行精

准定位，而 ERP 有较高的时间分辨率可以较好对各成分的时间进程了解；同时将神经影像学的数据和临

床治疗相结合。第四，当前大多数研究是对抑郁认知易感性进行研究，对于抑郁易感性的情绪调节研究

相对较少，同时对于抑郁易感性群体和抑郁症群体情绪调节之间区别的研究更少，未来研究可进行补足。

第五，缺乏纵向研究，从抑郁易感性到抑郁症这个过程中是需要一定时间的，而在抑郁易感这个时间段

的症状是否与抑郁症期间的症状有不同可以用于未来的早期诊断，需要根据纵向研究进行追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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